
信仰长存，初心永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法治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制定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大量法律法令，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
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
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红色法治建设经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
报特推出“伟大征程·百年大党的红色法治历程”特刊，回顾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红色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敬请关注。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随着工农运动的
蓬勃兴起，各地已开始探索建立体现人民意志
的审判组织。

在工人运动中创建具有人民司法组织性质
的机构。1922年 9月安源路矿工人在党的领导
下举行大罢工，路矿当局被迫接受谈判，签订承
认工人合法权利、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资的十三
款条约，罢工取得全面胜利。为巩固罢工成果，
处理日益增多的纠纷，“促进公友的自治，维持
公共的安宁”，1923年 5月正式成立安源路矿工
人俱乐部裁判委员会，并在《裁判委员会简章》

中规定组织机构、会议制度、工作制度和程序，
明确受理案件范围。1925年 6月，广州和香港
爆发省港工人大罢工，省港罢工委员会不仅颁
布了惩治工贼和贪污受贿的刑事法律，而且还
成立了军法处、会审处、特别法庭等专门司法机
构。根据《纠察队组织法》《纠察队军法处组织
法》和《会审处组织法》的规定，军法处和会审处
分别依法对内部和外部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
行审理。裁判委员会和会审处已经具备司法机
构性质，包含现代司法组织的基本因素，是党早
期领导工农运动中进行的司法工作尝试，也是

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起源之一。它们的出现，为
党领导下的革命司法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开创
之举，不仅填补了中国法律史上无产阶级领导司
法实践的空白，更为后续革命根据地司法制度的
建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范本，深刻体现了
这一时期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创造”与“新型”特质。

在农民运动中首创革命法庭。1927年，董必
武主持制定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

《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根据这
两个暂行条例，湖北省设立了审判土豪劣绅委员
会，分为省和县两级。同时，为了配合《湖北省惩治

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实施，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
地区农民协会成立了七里坪革命法庭。七里坪革
命法庭由审判厅、合议厅和警备室三个部门组
成。至 1927年 6月底，七里坪革命法庭经过审判
惩处了反动派、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等罪大恶极者
40余人，打击了反动势力，巩固了革命成果。七里
坪革命法庭的成立，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与
中国农村革命实际深度结合，构建起以人民利益
为核心的基层司法体系雏形，既确保了对罪大恶
极反动势力的有力打击，又有效巩固了革命成果，
是党在法治建设初期的重要尝试。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红色法治建设的早期创设
□ 王 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时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时期。党领导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旧政权，创造性地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新政权需要新法

治，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也离不开法律保障。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开端阶段，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崭新法治建

设的早期实践，这个阶段的探索取得的经验及机制与制度成果，对后续新型政权建设和法治建设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早期纲领性文件

作为党在法治领域探索的重要载体，早
期纲领性文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
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

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
局的主张》 宣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
前锋军”，“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对封建
式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立民主
政治为止”，明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
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分给农民、保障人民
自由权利；制定保护童工、女工、一般工厂

卫生工人保险法、限制租课率的法律；改良
司法制度。首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
民主革命任务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
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提供思想和
理论准备。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强调“取消帝国主
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保障
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公私法上
男女一律平权”“改良司法”“废止肉刑及死刑，免

除一切诉讼手续费”。
1924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于时

局的主张》 强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工
农群众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男女平等的法治
原则。1926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对于
时局的主张》 重申废除不平等条约和领事裁判
权、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等法治主张，并将颁布
工会法、废除苛捐杂税等内容纳入革命目标。

这些早期纲领性文件虽处于探索阶段，却
已彰显出鲜明的人民性与革命性特质，宣告了

党创建全新法律制度的目标和任务，为建党之
初和大革命时期蓬勃开展的工农运动提供了明
确的法治指引。同时，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相
继出台，构建起党早期法治建设的基本框架，
其蕴含的人民司法理念与革命法治精神，不仅
为 《劳动法案大纲》 等法律文件的制定提供了
政策依据，也为后续工人运动中具有司法组织
性质的机构萌芽、农民运动中革命法庭的实践
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党领导法治建设从理论
走向现实的重要桥梁。

法治发展道路的诸多开创之举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
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展现出强烈
的首创精神，在法治领域率先探索出诸多开
创之举，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塑造了人民代表
大会“雏形”。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源于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主要形
成以下四种早期形态。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1925 年 7 月公
布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第五条规定：“本
会最高议事机关为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1926年《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法》再次
强调“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省港罢工工人

最高议事机关”“举凡一切大政方针，以及兴革
事宜，统由代表大会决定，所以罢工工人代表
大会无异（于）罢工工人之头颅，亦即为俄罗斯
之所谓苏维埃也”。由此可见，罢工工人代表
大会是罢工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发挥着政权
机关的作用。

农民代表大会。在农民运动期间成立的
各级农民代表大会，涵盖省、县、区及乡级，实
际上构成了当时农村政权中最具权威性的权
力机构。其中，省级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格外
突出，它具备选举省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职权，
审议省执委会的工作汇报，并决策涉及本省农

民的各项方针政策与重要法规。如 1926 年 12
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司法问题
决议案”“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为农民运动的深
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上海市民代表会议。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后，进行了大城市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
最早尝试，实行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制。1927年3
月 26日召开的第三次市民代表会议，通过的《上海
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组织条例草案》明确指
出：上海特别市，以市民代表会议为全市最高权力
机关；市民代表会议分为市、区两级，代表均由选民
按职业、学校、机关、团体为单位直接选举产生；代

表会议的决议，政府机关必须绝对执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1925年 8月 14日通

过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通则》，首
次明确使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治概念，但由
于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大会未能正式召开。

这些萌芽状态的探索，打破了旧中国封建专
制的政权组织模式，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
主政权组织形式的探索初心，初步实践了“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理念，为新中国成立后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
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

探索建立体现人民意志的审判组织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法治建设实践，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 初 期 探 索 人 民 民 主 法 治 道 路 的 重 要 开
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一是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
级政党的革命性与人民性，打破几千年剥削阶
级法律的压迫本质，首次以法律保障工农群众
权益、惩治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是中国历

史上真正属于人民的法治萌
芽。这一时期的
法治建设实践证

明了党能够运用法治手段领导人民进行反帝
反封建斗争，为后续革命阶段的法治建设提供
了理论指引与实践范例，是党领导法治建设从
理论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也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的形成埋下了历史伏笔。

二是为工农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坚实
的制度支撑与法治保障，无论是安源路矿工
人俱乐部裁判委员会对劳资纠纷的调解、省
港罢工司法机构对破坏罢工行为的惩处，还
是七里坪革命法庭对土豪劣绅的审判，都直
接维护了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巩固了革命
成果，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

三是孕育了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早期形态，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各级农民代表大会等权力机
构的出现，初步构建了人民当
家作主的政权雏形，为新中国
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正式确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

经验与组织基础。
四是对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合议制、

上诉复核等制度的探索，奠定了人民司法的
基本框架，其蕴含的司法为民、民主公正理
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以人
民为中心法治理念的历史源头，至今仍在司
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是注重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华
民族一贯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理
念，以和为贵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
神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
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
生机和旺盛活力。安源裁判委
员会的“秉息事宁人之旨，持
正道公平之法”的工作宗旨和

“恳挚的劝导，正当的裁判”的工作方法就是
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

无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实践，将“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理念贯穿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各环节，从基层立法联系点倾听民意到公益
诉讼维护群众权益，还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
善，让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司法过程，充分体现司
法民主的本质，处处彰显着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
期法治探索的当代回响。这些跨越百年的实践传
承，深刻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始终
锚定人民立场，始终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实践同频共振，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和
宝贵的经验，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与决心。

（作者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划时代开创人民司法制度

1922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
张》强调“改良司法制度”，1923年《中国共产党
党纲草案》强调“改良司法”“免除一切诉讼手
续费”。这两个文件标志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废除旧司法制度、建立新司法制度成为
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也为人民司法制度的萌
芽奠定了制度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
法制度的重要源头与历史先声。

实行公开审判制度。省港大罢工期间，案
件审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会审
处细则》规定，开庭时“得准工友旁听，以昭大
公。惟各工友旁听时，不得越权干涉或肆意叫
嚣，以损法权。如有特别案件，须秘密审讯者，
不在此限”。《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

行条例》也规定委员会审判案件要公开审理。
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根据《会审处组织

法》规定，会审处设承审员 5人，由省港罢工工
人选充，计省占二人，港占三人。另由各工会选
派一人为陪审员，以 9 人为一组，每日轮流陪
审。特别法庭则由国民政府特派 3人、罢工委员
会选派 3人联合组成，审理破坏罢工的各种重
要罪犯，有权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刑罚。

《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规定，
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由省党部和省农民协
会各选派 2人，省商民协会、省总工会、省妇女
协会、省学生联合会各选派 1人，省政府选派 2
人，共同组成；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由县党
部、县农民协会各选派 2人，县工会、县商民协

会、县妇女协会、县学生联合会各选派 1人，会同
县长和司法委员共同组成。

实行上诉和复核制度。《会审处组织法》规
定，会审处判决人犯如不服判决，得向特别法庭
上诉。《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规
定，不服县审判委员会判决者，得于五日不变期
间内，向原审判委员会声请上诉，由原审判委员
会录案详请省审判委员会复判之。《纠察队纪律》
规定，纠察队员被判决枪毙时，须报请罢工工人
代表大会通过，方能执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最早规定的死刑复核制度。

实行合议制。合议制是指由多名审判人员或审
判组织成员共同参与案件审理和裁决的制度，是人
民司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体现。《湖北省审

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省审
判委员会公开审理案件须有半数委员出席，并且要
有过半数出席委员的同意才能制作判决书。

这些基本司法制度的出现不仅为维护工农
群众的合法权益、巩固革命成果提供了坚实的
制度保障，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司
法制度从理念走向实践。这些制度以人民利益
为根本出发点，打破了旧司法体系的阶级偏见
与程序僵化，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
司法框架。其蕴含的民主性、公正性与人民性特
质，成为后续革命根据地司法建设的重要范本，
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完善与
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刻彰显了党在法治建
设早期探索中的远见卓识与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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